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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
———来自面板工具变量法的证据

孙圣民　陈　强①＊

摘　要　１９７８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业
增长。但近来这一观点受到挑战，有学者强调这一过程中，集体化
时期积累的灌溉设施和机械化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尝试处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并利用初始固定资产与天
气滞后的外生变化来识别因果关系。通过使用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的省际
面板，在改进灌溉、机械化、天气与制度变迁等关键数据后，面板
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农业增
长有显著正效应。
关键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去集体化，中国农业增长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７．０１．１６

一、引　　言

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间，中国农业部门经历了急剧的制度变迁，从基于生产
队（相当于村庄）的集体农业转向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简记 ＨＲＳ）。尽管在１９７９年年底，仅有１．０２％
的生产队转为 ＨＲＳ，但这一比例到１９８３年年底已经迅速上升为９８％（见图１）。
同样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与８０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增长。与之前的集体农业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十分惊人。
　

②１
　

ＨＲＳ是否导致了１９８０年前后的农业增长奇迹？理论上分析，存在这种可能
性。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监督困难，所以生产队体制下存在严重的搭便
车难题（ｆｒｅｅ－ｒｉｄ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和大锅饭现象，导致效率低下，而 ＨＲＳ恰恰通过
赋予农民剩余索取权解决了此问题（Ａｌｃｈｉａ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７２；Ｌｉｎ，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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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的中国农业条件

注：ｈｒｓ为截至年底转为 ＨＲＳ的生产队百分比，ｇｐ为相对于工业投入品价格的
超购加价指数（１９７８＝１００），ｍｐ为相对于工业投入品价格的农村集市价格指数（１９７８
＝１００），ｆｅｒｔ是化肥使用量（１０万吨）。

资料来源：Ｌｉｎ（１９９２），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①２　

。

Ｎｏｌａｎ，１９８８）。　

②３
　

但是，ＨＲＳ在激励机制方面的优势，也有可能部分被集体农

业的规模经济所抵消，后者在农田灌溉等公共品的提供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从实证角度看，由于在转向 ＨＲＳ的同时，也发生了其他市场导向的改
革，比如价格改革，使得确定 ＨＲＳ的因果效应变得更为复杂。在价格改革
前，国家农产品购销系统存在两种价格，即用来满足国家收购任务的统购牌
价，以及完成收购任务之外的超购加价。在１９７９年，平均收购价格（包括统
购牌价与超购加价）上升了２２．１％（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４：第４０３页）。如果仅考
虑反映边际价格的超购加价，则上涨了４０．７％。即使控制了农村工业投入品

的价格（在１９８０年前后基本稳定），超购加价也增长了４０．４％（见图１）。　

③４
　

同

时，政府开始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并取消了可在自由市场上交易的产品限制。

到１９８４年，已有超过１８％的农产品以市场价格进行买卖（Ｓｉｃｕｌａｒ，１９８８ｂ）。

相对于农村工业投入品价格而言，农村集市贸易价格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基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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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发现，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在１９５８年前存在退出权。进一步，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７）的证据
表明，农业生产率之所以未在１９５７年崩溃，部分原因是集体农场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被下放到家庭层
面。
４　Ｓｉｃｕｌａｒ（１９８８ａ）对于在１９７９年及之后的价格变化历程作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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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稳定（见图１）。　

①５
　

其他复杂因素还包括在此期间的工业品投入，特别是化肥
使用量，呈现大幅增长（见图１），采用高产杂交种子等技术进步因素也同步发
生（Ｓｔｏｎｅ，１９８８；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ｚｅｌｌｅ，１９９６）。
已有文献中使用了多种方法来评估去集体化对于中国农业增长的影响。

最简单的方法是比较改革前后中国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Ｗｅｎ，１９９３；Ｆ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而为了分离 ＨＲＳ、价格改革与技术进步的效应，大多数
研究采取了增长核算（ｇｒｏｗｔ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的方法（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

Ｆａｎ，１９９１；Ｋａｌｉｒａｊ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９７），将ＨＲＳ对农业
增长的贡献作为残差来间接地度量。更可信的方法则是利用中国各省转向

ＨＲＳ的时间差异，将 ＨＲＳ作为解释变量引入面板模型（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

１９９１；Ｌｉｎ，１９９２）或系统回归（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ｚｅｌｌｅ，１９９６）来直接度量 ＨＲＳ的
效应。尽管不同研究所用的样本与方法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

ＨＲＳ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比如，Ｌｉｎ（１９９２）发现，去集体化可解释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约一半的中国农业增长。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质疑ＨＲＳ的积极作用（Ｒｉｓｋｉｎ，１９８７；Ｃａｒｏ－

ｌｕｓ，１９９２；Ｂｒａｍａｌ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８；Ｘｕ，２０１２）。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普遍采用 ＨＲＳ之后，中国农业增长反而止步不前了。　

②６
　

而且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业私有化的表现多差强人意（比如，东欧），这也导致了对
中国 ＨＲＳ良好绩效的更多怀疑（Ｒｏｚｅｌｌｅ　ａｎｄ　Ｓｗｉｎｎｅｎ，２００４）。对于主流观点
的最大挑战或许来自Ｘｕ（２０１２），该文着重于Ｌｉｎ（１９９２）模型的设定误差，特
别是 “ＨＲＳ采用率的不当使用”（ｗｒｏｎｇ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ＨＲ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具体
而言，Ｌｉｎ（１９９２）回归时使用的 ＨＲＳ省际数据，是年底为止的 ＨＲＳ采用率，
而被解释变量却是当年的农作物产出，导致当年的某些产量增加这个结果可
能发生于采用 ＨＲＳ这个原因之前。因为通常制度变迁发生在秋收之后的农闲
时期。为了解决此问题，Ｘｕ（２０１２）在Ｌｉｎ（１９９２）的双向固定效应框架下，将
主要解释变量变为 ＨＲＳ滞后（即截至上年年末的 ＨＲＳ采用率），但结果却发
现 ＨＲＳ滞后的统计显著性完全消失了，即 ＨＲＳ对农业增长并没有显著性
影响。
然而，此前所有考察 ＨＲＳ增长效应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制

度变迁通常是内生的（比如，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具体来说，对于中国农
业的去集体化过程，其内生性可能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选择偏差（ｓ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一方面，从去集体化获益更多的省份可能较早就转向 ＨＲＳ
（Ｌｉｎ，１９８８）；而另一方面，最初政府仅允许贫穷的边远山区尝试 ＨＲＳ（杜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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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农村集市价格在１９７９年与１９８０年略微下降，或许因为可在市场上自由销售的产品增多所致。
６ 此结果并不难解释，因为从集体农业转向 ＨＲＳ相当于农民努力程度的一次性增加，从生产函数内部
移到前沿，并不一定有长期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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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２００５　

①７
　

）。其次是度量误差（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ｓ）。对于 ＨＲＳ的度量并不

完美，不仅存在数据缺失，还可能存在统计上的机会主义。比如，刚开始少
报，而随着政治风向变化而转为多报，而度量误差会导致估计系数的衰减偏
差（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最后，也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因为 ＨＲＳ成效显著
的省份会更积极地普及 ＨＲＳ，而 ＨＲＳ收效不大的省份却推进缓慢。

本文的主要贡献，就是认识到并解决 ＨＲＳ采用进程的内生性问题，尝试
弥合当前文献的学术争论。根据Ｌｉｎ（１９８７），一个生产队使用的机器设备越
多，则越难将此生产队解体为家庭承包制。

　

②８
　

因此，我们使用１９７８年的生产队

初始固定资产作为潜在的工具变量。虽然生产队固定资产中也包括直接影响
产出的农业机械，但仍可视为外生，因为我们已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农业机
械总动力。我们还特意回避使用１９７８年以后的农村固定资产数据（此数据也
较少），以避免逆向因果关系。但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下，仍需要初始固定资
产有一定的时变性，即随时间而变。为此，我们使用气象灾害，并将气象灾
害滞后（即上年的气象灾害）与初始固定资产的互动项作为有效工具变量。其
原因有二，一是根据Ｂａｉ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４），气象灾害对于去集体化过程有显
著的影响。二是上年的气象灾害对于当年的农业产出应该没有直接影响，除
了通过制度变迁的间接渠道，故满足排他性约束。

本文的另一贡献是在几个重要方面改进和完善了Ｌｉｎ（１９９２）的数据，包括
对 ＨＲＳ的度量、机械与畜力、灌溉条件，以及气象灾害等。使用改进的

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省际面板数据，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ＨＲＳ对于中
国农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此效应大于ＯＬＳ的估计结果。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及
其改进，第四部分讨论实证策略并汇报估计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文 献 回 顾

研究 ＨＲＳ对于中国农业增长的影响，目前已有不少文献。　

③９
　Ｗｅｎ（１９９３）使

用全国１９５２—１９８９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在１９７８年后中国农业部门的全
要素生产率（ＴＦＰ）迅速增长，在时间上正好与 ＨＲＳ兴起相对应。通过使用改
进的数据与更为复杂的迪氏指数法（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Ｆ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得到
类似结果，虽然他们估计得到的 ＨＲＳ改革期间的 ＴＦＰ值要小些，但仍然

８１８

①
②

③

７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８ 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细分大中型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到户，存在技术难题和一定的谈判等交易成
本。二是拥有较多固定资产的集体组织，其管理者拥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管理者未必乐意推进ＨＲＳ从
而丧失自己隐性的经济、社会福利。
９ 参见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３）第７章的早期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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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
　

①１０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首先试图分解 ＨＲＳ与价格改革的效应。通过使用
增长核算方法，并辅以农民最优努力程度的简单模型，发现在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
中国农业生产率改进的７８％可归功于 ＨＲＳ，而其余２２％则得益于价格改革。
然而，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对于 ＨＲＳ与价格改革效应的分解依赖于几个关
键的简化假定，比如，没有技术进步，以及农民收入为简单的线性函数。
由于去集体化过程与价格改革几乎同步推行（见图１），故全国层面的时间

序列数据并不便于区分 ＨＲＳ与市场化改革的效应。为此，Ｆａｎ（１９９１）使用２９
个省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年以及１９７５—１９８６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随机前沿模型进
行增长核算，发现产出增长的２６．６％应归功于制度变迁，而１５．７％则得益于
技术进步。类似地，Ｋａｌｉｒａｊ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使用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的省际面板，
通过变系数生产函数进行增长核算，发现在改革前２８个省中有２０个省的

ＴＦＰ增长率为负数，而改革期间几乎所有省份的 ＴＦＰ增长率均为正数。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９７）使用县级数据研究粮食产量的增长，并将天气条件
（干旱指数）引入基于回归的增长核算，发现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粮食产量增长
的３８％得益于经济改革。但由于使用县级数据，样本区间仅包括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５年以及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并未完全涵盖转向 ＨＲＳ的全过程。
增长核算法的主要缺点是仅间接地将 ＨＲＳ的贡献作为残差项来度量，而

残差项在文献中被称为对 “我们无知程度”的度量（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１９５６）。正如

Ｌｉｎ（１９９２）所指出，对于增长核算的批评通常也适用于上述研究。更有说服力
的另一研究方法，则是将 ＨＲＳ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以直接度量其效
应。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１９９１）率先使用此法，但使用平均粮食亩产作为被解释
变量，并将 ＨＲＳ简单定义为１９８１年及以后取值为１的虚拟变量。Ｌｉｎ（１９９２）
则代表了一个重大突破，以 ＨＲＳ为主要解释变量，并利用 ＨＲＳ采用率的省
际差异，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估计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中国省级农业生产
函数。Ｌｉｎ（１９９２）发现，ＨＲＳ可解释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大约一半的中国农业增
长。Ｌｉｎ（１９９２）早已成为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文，即使批评者如 Ｂｒａｍａｌｌ（２００８）
与Ｘｕ（２０１２）也承认Ｌｉｎ（１９９２）为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文献。在另一省际面板
研究中，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ｚｅｌｌｅ（１９９６）集中研究稻米部门，并特别关注内生技术
进步，发现在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稻米亩产增长的４０％可归功于技术进步，而

３０％则得益于制度变迁。
上述研究多数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即认为去集体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业

增长。然而，另外一些学者也对这一看法持怀疑态度。Ｒｉｓｋｉｎ（１９８７）认为，中
国农业产出增长包含部分的统计假象，因为在改革前，农民为了降低收购量
而故意低估产量。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９）则汇报了河北省大河乡的一个特例和反

９１８
①１０　Ｆ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也估计了省级层面的ＴＦＰ水平，但并未与 ＨＲＳ采用率的省际差异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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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其粮食亩产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有所增长，但在８０年代却陷入停滞与倒
退。

　

①１１
　Ｃａｒｏｌｕｓ（１９９２）认为，依据最可信的数据，只有不多于２０％的农作物产

值增长可归功于 ＨＲＳ。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ｗ（１９９３）则估计，监督成本仅占生产队总
劳动时间的１０％—２０％，但他们同时也承认这可能只是采用ＨＲＳ所能带来效
率改进的下限。通过使用四川省的县志数据，Ｂｒａｍａｌｌ（１９９５）发现，去集体化
较晚的县其粮食亩产的增长率与去集体化较早的县并无显著差别。

　

②１２
　

在一本研

究中国的专著中，Ｂｒａｍａｌｌ（２０００）质疑已有文献对ＴＦＰ的估计，因为这些研究
缺乏对劳动时间、有机肥与畜力的准确信息。在另一本专著中，Ｂｒａｍａｌｌ
（２００８）怀疑Ｌｉｎ（１９９２）在方法上的有效性，因为它忽略了在集体时代所建灌溉
工程的滞后效应，而且没有考虑天气因素。另外，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１１）则强调，采
用 ＨＲＳ后的重大成效得益于中国不同寻常的人力资源。
或许最严峻的挑战来自 Ｘｕ（２０１２），该文着重于讨论 Ｌｉｎ（１９９２）对

“ＨＲＳ采用率的不当使用”（ｗｒｏｎｇ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ＨＲ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具体来说，
虽然被解释变量是当年的农作物产量，但主要解释变量却是截至年底的

ＨＲＳ采用率，故农业增长的结果可能发生于 ＨＲＳ的原因之前。为了纠正此
设定误差，Ｘｕ（２０１２）在Ｌｉｎ（１９９２）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使用了 ＨＲＳ滞后
（即上年的 ＨＲＳ），但发现 ＨＲＳ滞后的统计显著性完全消失了，即 ＨＲＳ对
农业增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Ｘｕ（２０１２）进而认为，现代投入品的密集使用
及其他条件才是中国农业增长的主要原因。Ｘｕ（２０１２）还构建了一个社会主
义遗产指标（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ｇａｃｙ　ｉｎｄｅｘ），并认为社会主义遗产———包括集体时代
的灌溉、机械化与人力资本———对于去集体化后的中国农业发展有显著
作用。
总之，利用 ＨＲＳ采用率的省际差异而进行直接回归分析，是迄今为止最

有说服力的方法，该法为Ｌｉｎ（１９９２）所开创。但目前所有研究均未考虑内生制
度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而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几乎为发展经济学家所公认（比
如，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本文在评估中国去集体化的效应时，着重解决
制度变迁的内生性问题，期待填补文献中的这一空白。

三、数　　据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Ｌｉｎ（１９９２），包括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间中国大陆

０２８

①

②

１１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９）提出了一个可能解释，并引用Ｂｕｔｌｅｒ（１９８５），“当生产队与中队被赋予更大自主权决定农
业投入时，１９８０年化肥使用量反而下降了，这强烈表明在１９７０年代上级部门曾施压大河乡以经济上非理性的
方法来提高亩产”。
１２在１９８２年秋季或之后采用“包干到户”的县被定义为去集体化较晚的县；而其他县则为去集体化较早
的县。此文献所提及的这种现象反映了 ＨＲＳ推进中存在“选择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有助于解释Ｂｒａ－
ｍａｌｌ（２０００）所讨论的某些令人困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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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个省份中的２８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　

①１３
　

本文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拓展了

Ｌｉｎ（１９９２）的数据，包括使用了来自１９９２年以后才公布的新数据。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首先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数据改进。变量ｈｒｓ定义为截至年底转
为 ＨＲＳ的生产队百分比。由于缺乏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的ｈｒｓ数据，Ｌｉｎ（１９９２）去
掉了１９８０年的观测数据，并将１９７９年所有省份的ｈｒｓ设为０，因为到１９７９
年年底全国仅有１．０２％的生产队转为 ＨＲＳ。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完美，因为全
国平均１．０２％的 ＨＲＳ采用率，并不意味着各省的 ＨＲＳ采用率都应相同且等
于０。　

②１４
　我们有幸在其他渠道中找到了更多数据，包括Ｃｈｕｎｇ（２０００）、 《中国

农业全书》（１９９９）　

③１５
　以及 《中国农业年鉴》（１９８１）　

④１６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

缺乏１９８０年８个省份的ｈｒｓ数据，并将其设为缺失值。

（二）灌溉

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强调社会主义遗产的作用，例如集体经济时代建设的
灌溉设施，使得灌溉耕地面积得以增加。忽略灌溉因素可能导致遗漏变量偏
差，因为拥有更高灌溉耕地比例的省份较不易受灾害天气影响，而这可能影
响了 ＨＲＳ的采用率（Ｂａｉ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４）。　

⑤１７
　为解决此问题，我们定义ｉｒｒｉｇ

为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比。有效灌溉面积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
统计局（２０１０）　

⑥１８
　

，并根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９）　

⑦１９
　

与水利部（１９８９）　

⑧２０
　

进行了

补充。

（三）动力

Ｌｉｎ（１９９２）以拖拉机与畜力的马力来度量农业资本，但农业资本在有些回
归模型中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度量误差，比如忽略了除拖拉机外的
其他农业机械。为构建更为完整的度量，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所提供
的以千瓦计 “农业机械总动力”，并将其转换为马力。截止年末的役畜数目则

１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１３西藏因缺乏数据而未包括。另外，海南省于１９８８年从广东省分出，重庆市于１９９７年从四川省分出。
在我们的数据中，广东包括海南，四川包括重庆。
１４根据新的数据来源，在１９７９年有三个省份的 ＨＲＳ取值为正，即安徽（１０％）、山东（２．４％）与浙江
（１．６％）。
１５《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全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１６《中国农业年鉴》编委会，《中国农业年鉴》。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１７　Ｂａｉ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４）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集体时代所建设的更多灌溉耕地，反而使得一个省份（村
庄）在遭遇坏天气时更易退出集体农业，恰恰因为一旦这些耐用公共品建成，在负向天气冲击的情况
下，维持集体农业的激励就会反而下降”。
１８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１９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２０水利部，《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水利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８）》。水利部计划司内部资料，１９８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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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０）　

①２１
　
。根据Ｌ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２００５），我们将两个年末的役畜

数据进行简单算术平均，作为该日历年度役畜的度量。根据Ｌｉｎ（１９９２），每个
役畜以０．７马力计。我们对于农业资本的度量，记为ｐｏｗｅｒ，即为以千马力计
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畜力之和。

（四）天气冲击

农业生产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产出容易受天气冲击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

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的农业生产条件下。例如，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９７）发现，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天气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粮食产量的波动。如果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年去集体化发生时天气条件良好，则可能高估 ＨＲＳ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解
决此问题，我们使用受灾面积ｄａｉｔ来度量灾害天气，其中ｄａｉｔ定义为一个百分
比，是省份ｉ在年份ｔ因旱灾或水灾而导致产出下降至少１０％的耕地面积占总
面积的百分比。原始数据取自水利部（１９８９）。　

②２２
　

对于每一省份，我们将ｄａｉｔ标

准化，计算其偏离省均值的相对离差，即定义ｗａｉｔ≡ （ｄａｉｔ－ｄａｉ）／ｄａｉ，其中

ｄａｉ为该省历年的平均受灾面积比例，然后以ｗａ作为气象灾害的度量。

（五）初始固定资产

１９７８年生产队的初始固定资产，记为ａｓｓｅｔｉ，１９７８，包括生产队用于农业、

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乡村工业、建筑业与非农运输业的机器设备。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初始固定资产包括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农业机械，但由于
我们已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农业机械总动力，故初始固定资产仍可视为在一
定条件下是外生的。另外，我们仅使用在引入 ＨＲＳ之前的初始固定资产，以
避免逆向因果关系。有关ａｓｓｅｔ的数据来自农业部（１９９３）　

③２３
　
。表１概括了变量

定义与数据来源。
　

④２４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变量 观测值 定义 数据来源

ｙ ５０４ 农作物产值（１９８０年不变价格） Ｌ

ｈｒｓ　 ４９６ 截止年底转为 ＨＲＳ的生产队百分比 Ｌ，Ｃ，Ａ，Ｙ

ｌａｎｄ　 ５０４ 耕地面积（千亩） Ｌ

２２８

①

②

③

④

２１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
２２关于天气灾害数据，存在一种担心，就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地方政府会不会有激励低报受灾情况，
从而影响估计结果。为此，本文选择来自水利部（１９８９）反映灾害情况的内部数据。同时使用受灾而非成
灾面积，一定程度避免了虚报的动机。
２３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及农业生产条件发展情况资料（１９５０—１９９１）》。农业部内部资料，１９９３
年。
２４除两个全国层面的价格指数（ｇｐ和ｍｐ）外，其余均为省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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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观测值 定义 数据来源

ｌａｂｏｒ　 ５０４ 农作物部门的劳动力 Ｌ

ｐｏｗｅｒ　 ５０３ 农业机械总动力＋０．７×役畜数目（千马力） Ｓ６０，Ｓ４０

ｆｅｒｔ　 ５０４ 化肥使用量（千吨） Ｌ

ｉｒｒｉｇ　 ４７３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 Ｓ６０，Ｓ５０，Ｗ

ｍｃｉ　 ５０４ 复种指数（总播种面积除以耕地面积） Ｌ

ｎｇｃａ　 ５０４ 非粮食作物的播种比例 Ｌ

ｍｐ　 ５０４ 相对于工业投入品价格的农村集市价格指数 Ｌ

ｇｐ　 ５０４ 相对于工业投入品价格的超购加价指数 Ｌ

ｗａ　 ５０４ 标准化的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 Ｗ

ａｓｓｅｔ　 ５０４　 １９７８年的生产队初始固定资产 Ｍ

　　注：Ａ：《中国农业全书》（１９９９）；Ｃ：Ｃｈｕｎｇ（２０００）；Ｌ：Ｌｉｎ（１９９２）；Ｍ：农业部（１９９３）；Ｓ４０：国
家统计局（１９９０）；Ｓ５０：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９）；Ｓ６０：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Ｗ：水利部（１９８９）；
Ｙ：《中国农业年鉴》（１９８１）。

四、实证策略与结果

（一）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借鉴Ｌｉｎ（１９９２），基准模型为加入年度虚拟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

估计省级农业生产函数：

ｌｎｙｉｔ＝β０＋β１ｈｒｓｉ，ｔ－１＋β２ｌｎｌａｎｄｉｔ＋β３ｌｎｌａｂｏｒｉｔ＋β４ｌｎｐｏｗｅｒｉｔ＋β５ｌｎｆｅｒｔｉｔ

　＋β６ｉｒｒｉｇｉｔ＋β７ｌｎｍｃｉｉｔ＋β８ｎｇｃａｉｔ＋β９ｗａｉｔ＋ｕｉ＋λ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ｉ指省份ｉ，下标ｔ指年份ｔ，ｕｉ为省份固定效应，而λｔ为年度固
定效应。方程（１）未包括两个全国层面的价格指数（ｇｐ和 ｍｐ），因为它们不随

省份而变。我们的模型设定与Ｌｉｎ（１９９２）有以下重要区别。首先，针对 Ｘｕ
（２０１２）的批评，使用ｈｒｓｉ，ｔ－１（ＨＲＳ滞后）替代ｈｒｓｉｔ，以避免出现用年末 ＨＲＳ
解释当年产量的情形。其次，增加了两个新变量（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与ｗａ），并改进了

对ｈｒｓ与ｐｏｗｅｒ的度量。再次，使用ｌｎｍｃｉ替代ｍｃｉ，因为前者在理论上更合

理（耕地面积与复种指数之积即为播种面积），且拟合得略好（估计结果几乎相

同）。最后，为缓解异方差问题，Ｌｉｎ（１９９２）将农作物产出与传统投入（ｌ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ｐｏｗｅｒ，ｆｅｒｔ）均除以每个省份的生产队数目。但我们并不清楚异方差是

否表现为这种具体形式，故不再除以生产队数目，而使用在任意形式的异方

差与组内自相关情况下均成立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①２５
　

３２８

①２５　Ｌｉｎ（１９９２）使用一般标准误，因为当时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刚被提出（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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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指出，由于存在选择偏差、度量误差与逆向因果关系，关键

变量ｈｒｓｉ，ｔ－１很可能是内生的。为了识别ＨＲＳ对于农作物产出的因果关系，我

们使用１９７８年生产队初始固定资产（ａｓｓｅｔｉ，１９７８）与天气滞后ｗａｉ，ｔ－１的互动项作

为工具变量。虽然ａｓｓｅｔｉ，１９７８包括农业机械，由于已在农业生产函数中控制农

业机械总动力，故初始固定资产依然是外生的。另一方面，由于天气可引发

制度变迁（Ｂａｉ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４），故天气滞后与 ＨＲＳ滞后相关；而除了通过

制度变迁的间接渠道，天气滞后并不会直接影响当年的农产量，故满足排他

性约束。
　

①２６
　

具体来说，定义

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ｉｔ）＝ａｓｓｅｔｉ，１９７８×ｗａｉ，ｔ－１， （２）

其中，Ｌ．为滞后算子。但Ｌ．ａｓｓｅｔ＿ｗａ并不是一个足够强的工具变量。　

②２７
　为

了增强工具变量，我们考虑到在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意识形态下，

去集体化几乎不可能发生。换言之，无论生产队拥有多少固定资产，或遭遇

何种天气冲击，在１９７８年以前就转为 ＨＲＳ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我们通

过如下方法来增强工具变量，即定义

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ｉｔ＿ｒｅｆｏｒｍｔ）＝ａｓｓｅｔｉ，１９７８×ｗａｉ，ｔ－１×ｒｅｆｏｒｍｔ－１， （３）

其中，ｒｅｆｏｒｍｔ 为虚拟变量，当ｔ≥１９７８时取值为１，反之则为０。使用

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为工具变量，可使用面板工具变量法来一致地估计方程
（１），即首先通过组内离差变换（ｗｉｔｈ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去掉ｕｉ，然后再将

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作为Ｌ．ｈｒｓ的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

的估计。
　

③２８
　

表２汇报方程（１）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２的第（１）列汇报

ＯＬＳ的估计结果，将ＨＲＳ滞后视为外生变量。主要变量Ｌ．ｈｒｓ的估计系数并

不显著，点估计仅为０．０６，明显低于Ｌｉｎ（１９９２）使用当期 ＨＲＳ所得的估计系

数０．１５。此结果与Ｘｕ（２０１２）的发现一致。

４２８

①

②

③

２６在样本中，天气冲击并不存在序列相关。即使当年的气象灾害依赖于上年的气象灾害，由于已在回归
方程中控制上年的气象灾害，也不会影响天气滞后的外生性。
２７技术上，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框架下，一般很难找到较强的工具变量，因为内生变量通常很容易为
年度虚拟变量所解释。
２８所有变量都应进行组内变换，包括工具变量。组内变换将原变量变换为相对于省平均值的离差。另
外，由于我们的模型为恰好识别（１个内生变量、１个工具变量），故ＧＭＭ与２ＳＬＳ完全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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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包含年度虚拟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①２９
　

被解释变量：ｌｎ（不变价格的农作物产值）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第一阶段回归 （４）半简化式回归

Ｌ．ｈｒｓ　 ０．０５５１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５９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０８）

ｌｎｌａｎｄ　 ０．７３６＊＊＊ ０．７４８＊＊＊ －０．０７８１　 ０．７３４＊＊＊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３９） （０．１０８）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８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４６６）

ｌｎｐｏｗｅｒ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７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６５７）

ｌｎｆｅｒｔ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４８０　 ０．１５６＊＊＊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４１２）

ｉｒｒｉｇ　 ０．２６４　 ０．３１６＊ －０．３９０＊＊ ０．２４７
（０．１９０） （０．１７３） （０．１５４） （０．１９０）

ｌｎｍｃｉ　 ０．４７８＊＊ ０．５４９＊＊＊ －０．４４３＊＊ ０．４７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６６） （０．１９３） （０．１７９）

ｎｇｃａ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００１６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３）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１）

ｗａ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０４８１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６４２） （０．０１０９）

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０３１７＊＊＊ －０．０００５６３
（０．０００７７７） （０．０００４０１）

年度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３０３　 ０．５２３　 １．１２２
（０．９３７） （０．５２０） （０．８７１）

样本容量 ４４２　 ４４２　 ４４２　 ４４２

Ｒ２ ０．８９３　 ０．８８８　 ０．９４８　 ０．８９３

第一阶段Ｆ统计量 １６．６５

　　注：括弧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Ｌ．为滞后一年的算子。第一阶段回归的被解释变量为Ｌ．ｈｒｓ。
＊ｐ＜０．１，＊＊ｐ＜０．０５，ａｎｄ＊＊＊ｐ＜０．０１。

表２第（２）列汇报了使用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为工具变量的面板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主要变量Ｌ．ｈｒｓ的系数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点估计为
０．２３，高于Ｌｉｎ（１９９２）的ＯＬＳ估计值０．１５。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省份将其所
有生产队都转为 ＨＲＳ（ＨＲＳ取值从０变为１），仅此制度变迁本身即可提高农
业产出２３％，故采用 ＨＲＳ在经济上也是显著的。２ＳＬＳ估计值之所以高于

ＯＬＳ估计值，可能是由于选择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与衰减偏差（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ｂｉ－
ａｓ）的存在。一方面，最初只有贫困边远山区才被允许率先尝试 ＨＲＳ，而这些

５２８

①２９表２的第（１）列基本上复制了Ｘｕ（２０１２）的结果。Ｘｕ（２０１２）在回归中引入了Ｌｉｎ（１９９２）未考虑的天气
因素，我们的数据质量优于Ｘｕ（２０１２），但得到基本结果是一致的，即如果不处理内生性，则核心变量“滞
后 ＨＲＳ”将不显著。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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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瘠地区即使实行 ＨＲＳ也未必能带来很大收益，导致 ＨＲＳ的效应因选择偏
差而被低估。另一方面，变量 ＨＲＳ的度量误差则可能带来衰减偏差，使得

ＯＬＳ估计值偏小。进一步，异方差稳健的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内生性检验
结果表明，２ＳＬＳ估计系数与ＯＬＳ估计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该检验统计量的ｐ
值为０．００１），故可认为Ｌ．ｈｒｓ是内生变量，应使用面板２ＳＬＳ进行一致估计。
大多数传统投入品（ｌｎｌａｎｄ，ｌｎｌａｂｏｒ，ｌｎｆｅｒｔ，ｌｎｍｃｉ）均至少在５％水平上显

著为正，而ｌｎｐｏｗｅｒ与ｉｒｒｉｇ则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标准化受灾面积比例
（ｗａ）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当时的中国农业确实受天气影响很
大。整体上，２ＳＬＳ关于传统投入品的估计结果与 ＯＬＳ估计结果相比，前者
与经济理论更为一致。
表２第（３）列汇报面板２ＳＬＳ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其被解释变量为内生

变量 ＨＲＳ滞后（Ｌ．ｈｒｓ）。工具变量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的系数在１％水平上
显著为负。第一阶段Ｆ统计量为１６．６５，大于临界值１０，故不必担心弱工具
变量问题。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的负号系数意味着，给定气象灾害水平，生
产队拥有的初始固定资产越多，则越不易将集体农庄拆散为 ＨＲＳ，这与Ｌｉｎ
（１９８７）的发现相一致。另一方面，给定初始固定资产水平，生产队所面临的
气象灾害越严重，则越不易转向ＨＲ。此结果与Ｂａｉ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４）的发现相
一致，即在去集体化过程中，坏天气可能反而增强了集体农庄。

　

①３０
　显然，各省

之间初始固定资产与气象灾害的不同组合，对于 ＨＲＳ采用率的省际差异拥有
足够的解释力，使得其互动项可作为较强的工具变量。

　

②３１
　

表２第（４）列汇报了半简化式回归（ｓｅｍｉ－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ｍ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的估计
结果，它将工具变量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原来的方程（１）
中。半简化式回归的基本逻辑是，如果工具变量与原方程的扰动项不相关，
则将工具变量加入原方程应该得到不显著的系数估计结果。在第（４）列中，变
量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的系数并不显著，佐证了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

（二）带时间趋势的单向固定效应模型

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缺点是，它无法估计价格改革的效应，因为只
有全国层面的价格指数。作为弥补措施及稳健性检验，下面考虑单向固定效

６２８

①

②

３０　Ｂａｉ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１４）还发现，在经历过严重大饥荒或公共品供给充分的省份，气象灾害对于 ＨＲＳ的
负作用会逆转。然而，如果以饥荒严重程度（以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超额死亡率度量）与１９７８年的初始灌溉
水平 （ｉｒｒｉｇ）作为潜在工具变量，则均为弱工具变量。另外，政治因素，诸如各省第一书记的特征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也是弱工具变量。
３１工具变量的实际意义如下。生产队拥有的初始固定资产和生产队所面临的气象灾害，二者的变化方
向是一致的。即当二者数值都增大时———初始固定资产越多，天气越坏、受灾面积比例越大———都增强
了集体农庄，减缓了去集体化（ＨＲＳ）的速度。反之则反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如果集体资产极少、农
民赤贫，那么天气因素就不再重要。因为无论受灾面积比例大小，两者的乘积都将极小，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极有可能发生，例如１９７８年年底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因为ｒｅｆｏｒｍ只是一个虚拟变量
（１９７７年及以前取值为０），我们并不讨论其在工具变量中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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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以时间趋势项（ｔ）替代年度虚拟变量：

ｌｎｙｉｔ＝β０＋β１ｈｒｓｉ，ｔ－１＋β２ｌｎｌａｎｄｉｔ＋β３ｌｎｌａｂｏｒｉｔ＋β４ｌｎｐｏｗｅｒｉｔ
　＋β５ｌｎｆｅｒｔｉｔ＋β６ｉｒｒｉｇｉｔ＋β７ｌｎｍｃｉｉｔ＋β８ｎｇｃａｉｔ
　＋β９ｗａｉｔ＋β１０ｍｐｉ，ｔ－１＋β１１ｇｐｉｔ＋ｕｉ＋λｔ＋εｉｔ，

（４）

　　在去掉年度虚拟变量的情况下，方程（４）包括两个全国物价指数，即

ｍｐｉ，ｔ－１（相对于工业投入品价格的农村集市价格指数滞后）与ｇｐｉｔ（相对于工业
投入品价格的超购加价指数），这两个全国物价随时间但不随省份而变。

　

①３２
　

表３
汇报带时间趋势的单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３　带时间趋势的单向固定效应模型

被解释变量：ｌｎ（不变价格的农作物产值）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第一阶段回归 （４）半简化式回归

Ｌ．ｈｒｓ　 ０．１８５＊＊＊ ０．２１９＊＊＊ ０．１８３＊＊＊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６７５） （０．０３４７）

ｌｎｌａｎｄ　 ０．７５１＊＊＊ ０．７５３＊＊＊ －０．０６００　 ０．７５１＊＊＊

（０．１８１）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４２） （０．１１８）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５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６５）

ｌｎｐｏｗｅｒ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９６３＊＊ －０．４１１＊＊＊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６２２）

ｌｎｆｅｒｔ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４＊＊＊ ０．０３０４　 ０．１５５＊＊＊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３８３）

ｉｒｒｉｇ ０．３２４＊＊ ０．３４３＊＊ －０．７１３＊＊＊ ０．３１８＊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９） （０．２２４） （０．１７１）

ｌｎｍｃｉ　 ０．４７６＊＊＊ ０．５０９＊＊＊ －０．９６２＊＊＊ ０．４７５＊＊＊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９） （０．２３４） （０．１５７）

ｎｇｃａ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６ －０．３５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５３）

Ｌ．ｍｐ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１１０ －０．６２１＊＊＊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６４３）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４４５）

ｇｐ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０５６４ －０．４２７＊＊＊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２０３）

ｗａ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０９１２）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２３）

时间趋势项 ０．００９３０　 ０．００３８７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９５６
（０．００５７５） （０．００９８６） （０．００４６８） （０．００８６３）

７２８

①３２使用全国物价指数的理由在于，根据中央政府政策，价格改革在全国各省基本同步推进。同样的方法
见Ｌｉｎ（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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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ｌｎ（不变价格的农作物产值）

（１）Ｏ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第一阶段回归 （４）半简化式回归

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９０９） （０．０００４０２）

常数项 ４．８５１＊＊＊ １．２３９
（０．６４４） （０．９３０）

样本容量 ４４２　 ４４２　 ４４２　 ４４２

Ｒ２ ０．８７７　 ０．８７７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７

第一阶段Ｆ统计量 ２８．１３

　　注：括弧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Ｌ．为滞后一年的算子。第一阶段回归的被解释变量为Ｌ．ｈｒｓ。
＊ｐ＜０．１，＊＊ｐ＜０．０５，ａｎｄ＊＊＊ｐ＜０．０１。

表３第（１）列汇报ＯＬＳ估计结果，将 ＨＲＳ滞后视为外生变量。主要变量

Ｌ．ｈｒｓ的系数估计值为０．１９，且在１％水平上显著。但ＯＬＳ估计量可能存在
内生性偏差。表３第（２）列汇报面板２ＳＬＳ的估计结果，其中Ｌ．ｈｒｓ的系数仍
在１％水平上显著，点估计为０．２２，接近于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２ＳＬＳ估计结
果。所有传统投入品（ｌｎｌａｎｄ，ｌｎｌａｂｏｒ，ｌｎｐｏｗｅｒ，ｌｎｆｅｒｔ，ｉｒｒｉｇ，ｌｎｍｃｉ）的系数均
至少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气象灾害（ｗａ）的系数依然在１％ 水平上显著
为负。然而，两个物价变量（Ｌ．ｍｐ与ｇｐ）的系数均高度不显著。
表３第（３）列汇报了面板２ＳＬＳ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其被解释变量为内

生变量Ｌ．ｈｒｓ。工具变量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的系数依然在１％水平上显著
为负。第一阶段回归的Ｆ统计量为２８．１３，远超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１０。表３
第（４）列汇报半简化式回归的估计结果。在半简化式回归中，工具变量

Ｌ．ａｓｓｅ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的系数高度不显著，佐证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总之，表２与表３中的估计结果均表明，在解决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依然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而且此效应在经济上也
很显著，甚至大于ＯＬＳ的估计值。

五、结　　论

自中国开启去集体化进程（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并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
农业高速增长，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学者们仍在辩论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因果
关系。虽然主流学者将去集体化视为中国最为成功的农村制度变迁之一，但
批评者仍对逝去的集体时代充满怀旧，强调集体时代可动员大量资源，以提
供诸如灌溉工程的公共品。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认识到制度变迁的内
生性，并利用初始固定资产与天气滞后的外生变化来识别因果关系。通过使
用改进的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省际面板，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农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此效应在经济上显著，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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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ＯＬＳ的估计结果。而且，这些结果也控制了为怀疑论者所强调的灌溉、
机械化等因素。
无论如何，转向基于家庭为单位的 ＨＲＳ至少没有妨碍中国的农业增长。

去集体化最初作为甘冒政治风险的自发草根运动，说明 ＨＲＳ是中国农民为追
求生存与富足的自愿选择。家庭承包经营不仅为中国农民提供了安排农业生
产的自由，而且还提供了退出农业的权利（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９），这为中国城镇
化的加速与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怀疑论者的主张也并非全无是处，特别是对于诸如灌溉等公

共品的强调。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正确的激励机制，但集体时代
的农业部门则有助于提供灌溉与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值得欣慰的是，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家庭承包制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方面的不足，已经通过引入
村庄层面的选举而得到部分缓解（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Ｂｒａｖ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参 考 文 献

［１］ 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７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６，４６，５—２３．
［２］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Ｄ，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　Ｊ．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９１，１３６９—１４０１．

［３］ Ａｌｃｈｉａｎ，Ａ．Ａ．，ａｎｄ　Ｈ．Ｄｅｍｓｅｔｚ，“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２，６２，７７７—７９５．
［４］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Ｍ．，“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ｆｏｒ　Ｗｉｔｈｉｎ－ｇｒｏｕ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８７，４９，４３１—４３４．

［５］ Ｂａｉ，Ｙ．，ａｎｄ　Ｊ．Ｋｕｎｇ，“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ｈｏｃｋｓ，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ａｍｉ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１４，５４，１—２６．

［６］ Ｂｒａｍａｌｌ，Ｃ．，“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ｏｍ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ｉｃｈｕａ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５，１４３，７３１—７５５．

［７］ Ｂｒａｍａｌｌ，Ｃ．，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１９７８—１９９６．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Ｏｘ－

ｆｏｒｄ，２０００．

［８］ Ｂｒａｍａｌｌ，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８．
［９］ Ｂｕｔｌｅｒ，Ｓ．，“Ｐｒｉｃｅ　Ｓｃｉ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Ｐａｒ－

ｉｓｈ （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

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８５．

［１０］Ｃａｒｏｌｕｓ，Ｃ．，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２．

［１１］Ｃａｒｔｅｒ，Ｃ．Ａ．，ａｎｄ　Ｆ．Ｚｈ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１，３９，７９１—８１４．

［１２］Ｃｈｕｎｇ，Ｊ．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Ｄ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００．

９２８



８３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６卷

［１３］Ｄｏｎｇ，Ｘ．，ａｎｄ　Ｇ．Ｋ．Ｄｏｗ，“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ａ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３，１０１，５３９—５５３．
［１４］Ｄｕ，Ｒ．，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Ｄｕ　Ｒｅｎｓｈｅ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Ｎｏｎ－

ｇｙｅ　Ｎｉａｎｊｉ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９８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Ｎｏｎｇｙｅ　Ｑｕａｎｓｈｕ）．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９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Ｆａｎ，Ｓ．，“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１，７３，２６６—２７５．
［１８］Ｆａｎ，Ｓ．，ａｎｄ　Ｘ．Ｚｈａ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２，５０，

８１９—８３８．
［１９］Ｈｕａｎｇ，Ｊ．，ａｎｄ　Ｓ．Ｒｏｚｅｌ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６，４９，３３７—３６９．
［２０］Ｋａｌｉｒａｊａｎ，Ｋ．Ｐ．，Ｍ．Ｂ．Ｏｂｗｏｎａ，ａｎｄ　Ｓ．Ｚｈａｏ，“Ａ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６，７８，３３１—３３８．
［２１］Ｋｕｎｇ，Ｊ．Ｋ．，“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Ｄｉ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ｘｉ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１９９３，１７，４８５—５０３．
［２２］Ｋｕｎｇ，Ｊ．Ｋ．，ａｎｄ　Ｓ．Ｃｈｅｎ，“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ｍｅｎｋｌａｔｕｒａ：Ｃａｒｅｅ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ａｍｉｎ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１０５，

２７—４５．
［２３］Ｋｕｎｇ，Ｊ．Ｋ．，ａｎｄ　Ｌ．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ｕｚｚｌｅ：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７，３３，７４１—７６３．
［２４］Ｌｉ，Ｗ．，ａｎｄ　Ｄ．Ｔ．Ｙａｎｇ，“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５，１１３，８４０—８７７．
［２５］Ｌｉｎ，Ｊ．Ｙ．，“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８７，６９，４１０—４１５．
［２６］Ｌｉｎ，Ｊ．Ｙ．，“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８８，３６，Ｓ１９９—Ｓ２２４．
［２７］Ｌｉｎ，Ｊ．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０，９８，１—１０．
［２８］Ｌｉｎ，Ｊ．Ｙ．，“Ｒ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２，８２，３４—５１．
［２９］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Ｂｒａｖｏ，Ｍ．，Ｇ．Ｐａｄｒó－ｉ－Ｍｉｑｕｅｌ，Ｎ．Ｑｉａｎ，ａｎｄ　Ｙ．Ｙａ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
［３０］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Ｊ．，Ｊ．Ｗｈａｌｌｅｙ，ａｎｄ　Ｌ．Ｚｈｕ，“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８９，９７，７８１—８０７．
［３１］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９５０—１９９１）（Ｎｏｎｇｃｕｎ　Ｈｅｚｕｏ　Ｊｉｎｇｊｉ　Ｚｕｚｈｉ　Ｊｉ　Ｎｏｎ－

ｇｙｅ　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ｉａｏｊｉａｎ　Ｆａ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ｋｕａｎｇ　Ｚｉｌｉａｏ（１９５０—１９９１）），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１９９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３８



第２期 孙圣民、陈　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农业增长的再考察 ８３１　　

［３２］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４９—１９８８（４０Ｎｉａｎ　Ｓｈｕｉｌｉ　Ｊｉａｎｓｈｅ　Ｃｈｅｎｇｊｉｕ：Ｓｈｕｉｌｉ　Ｔｏｎｇｊｉ　Ｚｉｌｉａｏ，１９４９—１９８８），Ｕ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１９８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Ｎｏｌａｎ，Ｐ．，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ｒｍ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Ｂｏｕｌｄｅｒ，１９８８．

［３４］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Ｌ．，“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ｒａ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Ｄａ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

ｎａ，１９８９，１５，２７５—３２０．

［３５］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３．

［３６］Ｒａｗｓｋｉ，Ｔ．Ｇ．，“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ｏｏｍ”，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１，Ｎｏ．

１２（Ｊｕｌｙ），３３—７８．

［３７］Ｒｉｓｋｉｎ，Ｃ．，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８７．

［３８］Ｒｏｚｅｌｌｅ，Ｓ．，ａｎｄ　Ｊ．Ｆ．Ｍ．Ｓｗｉｎｎｅｎ，“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４，４２，４０４—４５６．

［３９］Ｓｉｃｕｌａｒ，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８８ａ，１１６，６７１—７０５．

［４０］Ｓｉｃｕｌａｒ，Ｔ．，“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８８ｂ，９６，２８３—３０７．

［４１］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５２—１９８３（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Ｍａｏｙｉ　Ｗｕｊｉａ

Ｔｏｎｇｊｉ　Ｚｉｌｉａｏ，１９５２—１９８３）．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９８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Ｓｅｌｆ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Ｑｕａｎｇｕｏ　Ｇｅ　Ｓｈｅｎｇ　Ｚｉｚｈｉｑｕ　Ｚｈｉｘｉａｓｈｉ

Ｌｉｓｈｉ　Ｔｏｎｇｊｉ　Ｚｉｌｉａｏ　Ｈｕｉｂｉａｎ，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９９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Ｘｉｎ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５０Ｎｉａｎ　Ｔｏｎｇｊｉ　Ｚｉｌｉａｏ　Ｈｕｉ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９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Ｓｉｘ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Ｘｉｎ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６０Ｎｉａｎ　Ｔｏｎｇｊｉ　Ｚｉｌｉａｏ　Ｈｕｉｂ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Ｓｔｏｎｅ，Ｂ．，“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８８，１１６，

７６７—８２２．

［４６］Ｗｅｎ，Ｇ．Ｊ．，“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１９５２—１９８９”，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３，４２，１—４１．

［４７］Ｘｕ，Ｚ．，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ｈｅｒｓｔ，２０１２．

［４８］Ｚｈａｎｇ，Ｂ．，ａｎｄ　Ｃ．Ａ．Ｃａｒ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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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Ｐａｎｅ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ＨＥＮＧＭＩＮＳＵＮ 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①＊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ｄ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ｂｙ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ｓ，ｗｈ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ｇａｃｙ，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ｙ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ｓ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ｇｇｅ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ｈｏｃｋｓ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７０—１９８７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ｎｅ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１３，Ｏ４３，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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